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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真實情境的共學效應： 
學習共同體促動之教師改變 

 

潘慧玲* 鄭淑惠** 

學習共同體融入西方學習社群概念，除強調教師同僚性構築，亦擴展至課

堂層級。為了解植基於課堂真實情境的學習共同體，是否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

課堂教學及效能感上扮演關鍵角色，本研究以參與教育部「學習領導下的學習

共同體計畫」之試辦中小學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在專業學習、

課堂教學與效能感的表現，皆達中高標；教師對課堂教學的信念較之對自己專

業學習的信念，更為積極；且因應學習共同體的特性，教師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行為與信念同步發展。再者，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中的實作，其影響力甚於研

討，它與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學對於教師效能感均有顯著的解釋力。本研究

所得提供了學校在地變革取徑帶動教師改變的實徵支持，對於未來方案介入的

實施有諸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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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二十一世紀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果的重視，世界許多國家莫不致力於

教師教學品質的提升，且漸以不同的典範實施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甚而有學者

提出改變語彙，以「專業學習」（professional learning）取代「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一詞（Fullan, 2007）。這樣的主張，明顯地質疑以

預先規劃好的研習活動讓教師習得知識與技能之傳統作法，於是，立基於在地

情境的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自 1990 年代後遂成為學校改進的重要

取徑（approach）（Bolam, McMahon, Stoll, Thomas, & Wallace, 2005; Eaker, 
DuFour, & DuFour, 2002; Harris & Muijs, 2005; Louis & Kruse, 1995）。 

學習社群誠如 Darling-Hammond 和 Richardson（2009）所言，因在內容與

情境（context）上，關乎教師的教學內容，且連結學校改進，以課堂做為專業

學習的情境，故對教師的教學，能產生較為直接的影響。與上述西方學習社群

有類似理念的授業研究（lesson study），在日本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其強調教師

一起備課、觀課與議課的作法，在新加坡被納為學習社群的一項重要運作方式

（Hairon & Dimmock, 2011）。只是不管在西方或是亞洲的新加坡，學習社群的

運作多在學校或教師層級，而日本學者佐藤學則以 J. Dewey 與 L. S. Vygotsky
的理論為基礎，將學習社群的概念擴展至課堂層級；運用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Curtis & Lawson, 2001; Trimbur, 1989）讓課堂成為一個學習共同體。

於是「課堂教學的建構」與奠基於日本授業研究傳統之「教師同僚性（collegiality）
的構築」成為佐藤學有關學習共同體論述的兩大支柱（鍾啟泉譯，2004、2010）。 

佐藤學所提出的學習共同體，在臺灣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脈絡

下，觸動許多想要活化與創新教學的教師。尤其親子天下於 2012 年出版《學習

的革命》一書（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更使學習共同體成為一股熱潮。為

適應本土需要，且讓學習共同體成為學校轉型的重要取徑，教育部自 2013 年起

補助推動三年之「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計畫」（潘慧玲、李麗君、黃淑馨、

余霖、薛雅慈，2014、2016）致力於在地模式的建構，提出「教師學習共同體」

與「課堂學習共同體」做為以學校為基地的變革方式，並秉乎由下而上的推動

原則，尋求含納都會與偏鄉學校的縣市（臺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縣）

參與計畫，鼓勵學校與教師自願參加。在此計畫中，學校推動具相生相棲關係

的「教師學習共同體」與「課堂學習共同體」；教師以課堂的真實（authentic）
情境為場域，透過共同備課，實踐於課堂，並以課堂實踐做為共學培力的素材。 

學習共同體具有連結學科內容、真實情境與實作的特性，這種特性在美國

的調查研究中被發現對於教師的知識與技能成長，以及效能感提升，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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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Garet, Porter, Desimone, Birman, & Yoon, 2001）。只是在臺灣，針對植基

於真實情境以促動教師改變的成效，截至目前，大多採質性研究，其雖顯示學

習共同體能正向促進教師的個人專業成長與課堂教學（游秀靜、唐淑華，2015；
潘慧玲、陳玟樺，2015；薛雅慈，2014），惟對於教師參與的經驗，究竟如何影

響學習共同體論述中的二大支柱：教師同僚共學與課堂教學之信念與行為，以

及教師自我知覺的能力感受，仍缺乏較大樣本規模的研究檢證，故本研究乃欲

著力於此。 

具體言之，本研究冀以參與教育部「學習領導下學習共同體計畫」之試辦

學校教師為對象，進行學習共同體影響教師改變（teacher change）之量化分析。

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含信念與行為）及效能感被用來做為衡量教師改變

的指標，其中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係計畫方案的近程成果，教師效能感則

是計畫方案的中程成果。本研究透過調查資料的蒐集，意圖探討教師參與在地

施作的學習共同體，是否對於自己的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的改變產生

正向效應。另為掌握教師效能感的提升，教師的信念與行為（專業學習與課堂

教學）是否扮演關鍵角色，以提供後續在進行方案介入時，有可參照的重要切

入點，亦檢視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對於效能感的解

釋力。 

 

貳、文獻探討 
學習共同體與教師改變是本研究探討之焦點，以下分別析論之。 

一、 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隨著佐藤學《學習的革命》一書在臺的發行，而成為一個

熱門名詞。它的英文，佐藤學使用的是“learning community”，與「學習社群」

之英文相同。故而，從英文詞彙論之，可將學習共同體與學習社群視為同義，

但國人通常以中文做解讀，將其視為指涉不同意涵的詞彙，且將學習共同體當

成與日本學者佐藤學有極大關聯的專有名詞。 

觀諸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論述，可知其以杜威（J. Dewey）與維高斯基（L. 
S. Vygotsky）做為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杜威對於學習社群的概念，成為後來教

育領域開展的基礎（Dewey, 1927），佐藤學參採杜威有關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加入維高斯基所談的重要他者之鷹架作用（Vygotsky, 1978），構築了師師共學，

以及生生與師生共學的學習共同體兩大理論支柱；用佐藤學的語言，即「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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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性構築」與「課堂教學的建構」（鍾啟泉譯，2004、2010）。而在操作面上，

針對教師間的共學，佐藤學採用具百年以上歷史的日本傳統—授業研究（lesson 
study），並加以活化，將課堂觀察的焦點放在學習上；針對課堂中的共學，則

運用西方提出的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並以學生四人一組，建立互

幫互惠的關係，且強調較具見識的他人（knowledgeable others）透過鷹架搭建

（scaffolding），促進伸展跳躍的學習，如此，得以讓課堂中的每一個孩子都致

力於學習（鍾啟泉譯，2004、2010）。 

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在臺灣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脈絡下，觸動了許

多學校現場的實務工作者。惟為因應本土需求，嘗有學者試圖建構在地模式；

萃取新世紀教育領導的新典範之精神—學習領導（Hallinger, 2011; Lingard, 
Hayes, Mills, & Christie, 2003; MacBeath & Dempster, 2009）做為上位概念，而

將學習共同體做為學習領導的具象化形式（潘慧玲，2017；潘慧玲等，2014、
2016；潘慧玲等，2015），提出「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此主張連結學習

領導與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在西方的論述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例如，

Lambert（1998）曾指出領導須鑲嵌於學校社群中，學習社群正是領導的實踐場

域；此外，Sergiovanni（2001）也提出「領導即社群營造」（leadership as community 
building）。易言之，「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參考佐藤學主張，並融入西方

與在地原已發展的論述與實踐，所提出的「教師學習共同體」與「課堂學習共

同體」以課堂的真實情境為教師共學與成長的場域。「教師學習共同體」是「課

堂學習共同體」施作的後盾，二者形成一個相棲共構的關係。不管在教師學習

共同體或課堂學習共同體中，教師與學生均是學習者，且因應任務或情境的不

同，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領導者，得以發揮促進他人學習的功能。 

為讓學校現場的教師較容易地掌握到學習共同體之精義，潘慧玲等（2014、 
2016；潘慧玲、黃淑馨等，2015）特別提出了學習三要素：探究、合作與表達，

做為實際施作的參考依歸。該三要素貫穿於「教師學習共同體」與「課堂學習

共同體」之中，也就是說，透過教師學習共同體，教師進入探究循環：一起與

同儕規劃授課；就所設計的課例，其中一人打開教室公開授課，讓其他教師觀

課；根據所蒐集的資料，討論所觀的課進行議課（Lewis, Perry, & Murata, 2006）。
而「課堂學習共同體」之運作，係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採取「學習者中心

的教學」（learner-centered instruction），讓學生透過協同學習，致力於探究、合

作與表達的學習歷程，進而深化學習力（潘慧玲等，2015）。由上可知，教師在

與同儕的學習共同體中進行專業共學，而這樣的專業共學適可促使教師的課堂

實踐，也朝向學習共同體的營造；再者，課堂的實踐，亦提供了教師共學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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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真實材料。如此，教師學習共同體與課堂學習共同體形成了一個彼此滋

長的相生關係。 

二、教師改變 

有關教師在實務上改變的研究，歷年來概有「教師改變」（teacher change）
及「學習改變」（learning to change）兩類研究，其在探究的目的與預設上，存

在不小的差異（Richardson, 1990）。「教師改變」的研究係為了轉變不同層級

的教育而執行，故探究的旨趣在於教師是否回應了外在要求的變革。這類研究

在初期專注於教師為何無法改變？對於教育改革，教師為何總是抱持抗拒的態

度（Jackson, 1968; Lortie, 1975）？後續則出現從組織結構與教師個人特質（信

念、態度、知識等）分析其如何影響教師是否實施新方案（Little, 1987; Smylie, 
1988）。第二類「學習改變」的研究異於第一類著重於教師行為的探究，所關注

的是個別教師的認知、信念及其他的心智歷程。衍生的相關研究，諸如教師實

踐知識（Elbaz, 1983）、情境知識（Leinhardt, 1988）、行動中的知識（Schön, 1982）
等。 

有鑑於上述第一類「教師改變」的文獻，偏向依據某一標準來衡量教師致

力於某項活動是否具有效能（Richardson, 1990），並非本研究探討之旨趣。反

倒是上述第二類「學習改變」的探究路線較貼近本研究的意圖，故參採用來了

解教師在實作學習共同體後，經由真實情境的實踐與共學，是否在教學信念與

行為上有所改變。而教學的信念與行為係以教師與同儕進行備課、觀課與議課

的專業共學（教師學習共同體），以及教師促進學生探究、合作與表達的課堂教

學（課堂學習共同體）的重要要素做為測量。 

自 1980 年代後，針對教師改變的探究，誠如上述，個別教師的認知、信念

及其他的心智歷程開始受到關注，產出教師實踐知識（Elbaz, 1983）、情境知識

（Leinhardt, 1988）、行動中的知識（Schön, 1982）等相關成果。而隨著學習社

群的廣受矚目，針對教師參與學習社群造成教師改變的研究，亦陸續出現。教

師認知（知識、信念等）、教學實務、效能感等是學者們切入了解教師改變的重

要面向。 

學習社群被認為是植基於在地真實情境的學校變革形式（Bolam et al., 2005; 
Eaker et al., 2002; Harris et al., 2005; Louis et al., 1995），其對於教師產生的正面

效益，在西方已有許多例證。一些研究指陳教師透過學習社群的參與，增進了

自己的知識基礎（Andrews & Lewis, 2007）；在教學上，傾向以學生為中心（Dunne, 
Nave, & Lewis, 2000）；且在實踐中，關注學生高階思考與深度知識的發展（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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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1998）。至於什麼是能夠引發教師改變的關鍵因素，Graham（2007）
發現教師在所致力的活動中，若存有積極的學習要素，例如進行課例（lesson plan）
發展、檢視學生作業、討論教學評量等，則社群的效益將會彰顯，教師在知識

與教學實踐上均能有所增長。 

過往的研究雖有不少支持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知識/實務的正向影響，但 Bryk、
Camburn與Louis（1999）提醒該二者間的關係，並不必然是直接的；且Seashore、
Anderson 與 Riedel（2003）也指出教師社群雖在課堂實務的改變上發揮作用，

只是其程度不如過去研究所指陳的，此或因個人心智模式會影響教師是否能有

所改變。 

此外，在效能感的研究上，Cowley 與 Meehan（2001）雖未能證實教師知

覺學校具有學習社群特徵與教師效能感之間具有顯著關係，然 Lee、Zhang 與

Yin（2011）運用多層次分析，則有不同發現。Lee 等人以教學策略與學生紀律

兩個構面測量教師集體效能感，結果顯示專業學習社群的三個因素（分享式與

支持性領導、集體學習與運用、支持性情境）均正向影響了教師對於教學策略

的集體效能感。 

    與國外研究相較，臺灣有關學習社群成效的期刊論文，不太多見。所探討

的教師改變，集中於正向影響效能感（丁一顧，2011；連倖誼、張雅筑，2017），
或是知識分享與創新增進（馮莉雅、林惠儀、張翠倫，2012）、專業表現提升（張

淑宜、辛俊德，2011）。而與學習社群密切相關的學習共同體，近年來雖有研究

勃興之現象，惟以教師實務為焦點者，側重教師實作經驗的敘寫（翁敏慧、黃

純真、賴逸超，2013；張青松，2013；張堯卿，2013），部分則是探討對個人專

業成長、課堂教學與心智模式的影響（游秀靜等，2015；潘慧玲等，2015；薛

雅慈，2014）。這些教師改變的證據，偏向質性描繪。 

上述過往之文獻，針對教師改變的探討，有許多著力於認知與行為者，部

分亦觸及教師對於自己可以有能力做到的效能感受，這些都是本研究開展時可

以參考的探究面向。有鑑於臺灣目前針對學習共同體對於教師影響效益的研究，

尚乏較大樣本範圍的量化分析，故本研究以學習共同體施作所要帶動的教師改

變—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為探討內容，進行調查研究。進一步言之，

研究者意欲了解的是教師在施作學習共同體後，有何成長軌跡，內隱的信念與

外顯的行為，以及身為教師自我知覺的能力感受（效能感）成為想要探究的選

擇。其中信念與行為的測量，將扣連教師與同儕進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專業

共學（教師學習共同體），以及教師促進學生探究、合作與表達的課堂教學（課

堂學習共同體）的重要要素，進行問卷工具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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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分就研究方法與對象、研究架構、研究工具及資料分析進行說明。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並以網路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對象取自教育部「學
習領導下學習共同體計畫」試辦學校，該計畫自 2013 年開始，採學校自願參與
方式推動。為檢視一年後，在教師層級上的改變，乃針對 2014 年合作之四縣市
（臺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縣）32 所學校（國小 13 所、國中 15 所、高
中 4 所），以半數參與計畫的教師（含教師兼主任、組長者）為對象，於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 月進行施測。本計畫係學校與教師自願參與，各校參與計
畫及填寫問卷的教師數不同；共計回收 23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9%。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參與學習共同體經驗之深淺，對於教師改變之影響，以及

近程方案成果（教師專業學習及教師課堂教學）對於中程方案成果（教師效能

感）的解釋力。以背景變項（性別、任教年資、學校階段、學校地區、身分別）

做為控制變項，進行檢視，研究架構詳圖 1。 

 

 

二、研究工具 

 
 
 
 
 
 
 
 
                      圖 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性別      ■學校階段 

■任教年資  ■學校地區 

■身分別  

自變項：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 

■研討經驗 
■實作經驗 

依變項：教師改變 

近程方案成果 

■教師專業學習 
■教師課堂教學 

 

中程方案成果 

■教師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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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依據計畫文件與文獻探討結果，初擬調查問卷。問卷初稿經由專家審查，

以及學校教師試填，後經題項修正與網路系統測試，發展成預試問卷。問卷首

於 2013 年 9 月以雖未參與「學習領導下學習共同體計畫」，惟亦嘗試實施學習

共同體之 214 位教師進行預試。預試結束，進行施測結果之項目分析與信效度

分析，並據以修正，發展為正式問卷。之後於 2013 年 11 月計畫初始階段，針

對參加「學習領導下學習共同體計畫」的教師進行第一波正式施測，並再度分

析問卷之信效度，做為本研究第二波施測問卷之依據。 

所設計之問卷內容，包括兩部分：基本資料及問卷主體。在基本資料之設

計上，有鑑於過往研究指出不同背景變項（如：學校階段、職務別、地區等）

之教師在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社群信念、學習共同體理念或教學效能等項目上，

均呈現差異情形（林政逸、吳珮瑩，2016；連倖誼等，2017；Louis et al., 1998），
故本研究將可能與教師改變相關之背景變項（性別、任教年資、學校階段、學

校地區、身份別等）均納入調查。另在問卷主體部分，為量測教師改變情形，

分以教師專業學習、教師課堂教學及教師效能感為三項指標。前兩項屬於計畫

之近程方案成果，最後一項則屬計畫之中程方案成果。此三指標皆採 Likert 六
點量表，各給 1 至 6 分，1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6 分則代表「非常符合」，

所獲得的分數越高，表示符合度越高。 

在近程方案成果上，參考社會建構主義教學論（Vygotsky, 1978）、佐藤學

倡議之學習共同體理念（黃郁倫等譯，2012；鍾啟泉、陳靜靜譯，2012；鍾啟

泉譯，2004、2010），以及潘慧玲等人（2014、2016）提出之學習共同體「學習

三要素」（探究、合作與表達）設計教師專業學習及課堂教學的問卷內容。在教

師專業學習方面，總共編擬 18 個題項，旨在了解教師個人的探究、合作與表達

的信念與行為。經過刪題後為 15 題項，並透過主成份直交轉軸之分析，共得到

三個因素：「教師專業學習信念」、「教師探究行為」及「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

可解釋 61.443%變異量。至於在「教師課堂教學」部分，總共編擬 18 個題項，

旨在了解教師建立學生探究、合作與表達之課堂的信念與行為。經過刪題後為

17 題項，並透過主成份直交轉軸之分析，共得到兩個因素：「教師課堂教學信

念」、「教師課堂教學行為」，可解釋 57.351%變異量。上述該五個構面經內部一

致性檢定，得到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 .808 至 .896 間，有關五個構面之細部題

項，進一步說明如下。 

「教師專業學習信念」構面計有 7 題，內容如：「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好，主

要是因為自己引導學生學習的方法不合適」、「即使共同備課要花較多時間，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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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自己備課更有效益」、「老師要能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教學，才能教得更好」

等。「教師探究行為」構面計有 3 題，內容如：「我會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並

隨時注意它的效果」、「我會透過不同的方法（例如：閱讀文獻、分析資料、與

人討論）來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等。「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構面計有 5
題，內容如：「我一向都是與同儕一起備課」、「我會觀察同事課堂中學生的學習

情形，並做討論」、「對於我的教學，我會向其他人說明背後的理念」等。在「教

師課堂教學信念」構面上，計有 8 題，內容如：「老師要多讓學生討論沒有固定

答案或解決方法的問題」、「課堂上，學生間彼此討論所產生的學習效果，有時

勝於老師的教導」；「即使有教學進度的壓力，還是要讓學生討論和發表意見」

等。「教師課堂教學行為」構面計有 9 題，內容如：「課堂上，我會將要教的概

念設計成讓學生可以體驗或動手做」、「課堂上，我會注意座位的安排，讓學生

更方便分享跟討論」、「我會讓學生對於他/她自己的看法或答案，加以解釋說明」

等。 

在中程方案成果上，以教師效能感進行測量。教師效能感係指教師相信自

己有能力正面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程度，其與學生學習結果之提升常存在正向

關係。本研究在參考 Guskey 與 Passaro（1994）、Soodak 與 Podell（1996）、孫

志麟（2003）等文獻後，考量本土脈絡所需進行設計，計有 3 個題項；內容如：

「我的教學能夠讓每個學生的潛能都有所發揮」，經內部一致性檢定，整體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837，可解釋 75.408%變異量。 

此外，在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上，分為研討經驗與實作經驗。前者係指教

師自行閱讀、參加讀書會、研習與工作坊，計有 4 個題項（Cronbach α =.757），

可解釋 58.436%變異量；後者則指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共同議課及課堂

試作，計有 4 個題項（Cronbach α =.801），可解釋 62.953%變異量。上述以教

師參與的次數為評量依據，採取 Likert 四點量表，各給 0 至 3 分，分別代表教

師參與活動的頻率為 0、1、2、3（含以上）篇/個/次，並以頻率的多寡代表參

與經驗的深淺。 

四、資料分析 

為進行問卷結果之分析，先以敘述統計平均數及標準差呈現教師專業學習、

課堂教學與效能感之表現情形。另為了解教師在上述三變項之不同構面上的得

分差異，以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做進一步之考驗。接著，以階層迴歸分析進行

檢視，以了解：（一）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的多寡（含研討經驗與實作經驗兩部

分）將如何影響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的信念與行為？（二）學習共同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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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的信念與行為對於教師效能感各有多少的解

釋力？ 

 

肆、研究發現 
一、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之表現情形 

為便於解釋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在六點量表上的得分劃分成五等分，分別

為低度（1~2 分）、中低度（2~3 分）、中度（3~4 分）、中高度（4~5 分）與

高度（5~6 分）符合。在教師改變的三項指標（教師專業學習、教師課堂教學、

教師效能感）下，共有六個構面，其得分介於 4.349 與 4.987 間，屬中高度符合。

為了解構面間是否有差異，乃進行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因應球面性（sphericity）
假設未符合的情形，本研究採用嚴格的修正方法，即 Greenhouse-Geisser 的下

限修正法（lower bound），結果顯示構面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F＝72.011, 
p<.001）。經事後比較，填答得分最高者為教師探究行為；其次為教師課堂教

學信念、課堂教學行為；教師專業學習信念與教師效能感再次之；教師合作與

表達的行為的知覺則相對最低（詳表 1）。此發現指陳試辦學習共同體的學校

教師要致力於彼此合作與表達意見的專業學習，需要更多時間的磨合。 

 
表 1 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與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1.教師專業學習信念 4.641 .618 

72.011*** 

1>3 

2>1,3,5,6 

4>1,3,6 

5>1,3,6, 

6>3 

2.教師探究行為 4.987 .638 

3.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 4.349 .804 

4.教師課堂教學信念 4.880 .627 

5.教師課堂教學行為 4.885 .634 

6.教師效能感 4.648 .6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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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就上述六構面之細部題項進行分析時，得知在「教師專業學習信

念」上，教師對於要跟別人分享教學（5.02）及主動詢問並聽取同班任課老師

對自己所教課堂學生的學習狀況（5.00）之得分均達高度符合；惟對於引導學

生學習的方法不合適，使得學生學習成效不好的知覺（4.20）則低了許多。在

教師專業學習的「探究行為」上，教師自覺會省思課堂學習成效，以調整自己

引導學生的方式（5.02）、會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並隨時注意它的效果（5.00），
此二項得分皆達高度符合；而教師透過不同的方法（例如：閱讀文獻、分析資

料、 與人討論）來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雖僅達中高度，但亦有 4.93 分。

至於教師的「合作與表達行為」，以「我會主動與其他老師分享促進學生學習

的策略」（4.74）的分數較高；只是與同儕一起備課的情形尚不夠普遍，僅中

度符合（3.88）；其他題項則是中高度符合的情形。 

另在「教師課堂教學的信念」上，教師對於學生在課堂上聽其他同學發言

也可學到東西（5.13）及只有讓學生體驗/動手，才會發展思考並主動學習（5.03），
具有高度的知覺。而教學進度對於教師而言仍是框限，故在進度壓力下，會讓

學生討論和發表意見的情形，減少許多，此項得分相對較低（4.55）。在「課堂

教學行為」方面共九個題項，僅有會讓學生對於他/她自己的看法或答案，加以

解釋說明之題項（5.07）達高度符合；較低者為教師在課堂上會設計有難度的

挑戰題讓學生思考（4.75）。 

此外，教師效能感整體平均數為 4.65，達中高度的情形。其中以「對我而

言，一進入教學的情境就覺得有勁」較高（4.82）；「我的教學能夠讓每個學生

的潛能都有所發揮」則相對較低（4.55）。 

二、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的影響 

在分析教師參與學習共同體經驗對於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影響所進行

之階層迴歸分析前，針對學習共同體之研討與實作經驗、教師專業學習（含專

業學習信念、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教師課堂教學（含課堂教學信念

與行為）先進行積差相關分析。從表 2 可知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介於.237 至.755
之間，皆達.001 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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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變項之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1.研討經驗 –       

 2.實作經驗 .686*** –      

3.專業學習信念 .241*** .301*** –     

4.探究行為 .268*** .315*** .615*** –    
5.合作與表達行為 .279*** .402*** .601** .600*** –   
6.課堂教學信念 .237*** .295*** .738*** .656*** .440*** – 

 
7.課堂教學行為 .248*** .352*** .722*** .755*** .596*** .729*** – 
***p<.001 

 

（一）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教師專業學習的影響 

    針對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以下簡稱學共經驗）對教師專業學習的影響，

可分為三部分探討（詳表 3）。首先，以教師專業學習信念為依變項，模式一

放入背景變項，其解釋力達顯著水準（p<.01），其中學校階段、地區及身分別

均具顯著影響。在模式二中，加入學共經驗，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p<.01），顯示學共經驗對於教師專業學習信念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

釋力增為 16.7%（p<.001）。進一步分析，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實作經驗的解

釋力（β=.223，p<.05）高於研討經驗（β=.072），且其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此

說明了教師參與學共實作的經驗越多，其教師專業學習信念的符合度越高。而

在背景變項中，相對於小學與臺北，中學、基隆地區的教師知覺較低，主任則

較導師/級任的知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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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教師專業學習影響的階層迴歸分析 

註：性別分男、女（以女性為參照組）；任教年資分未滿16年、16年以上（以
16年以上為參照組）；學校階段分中學與小學（以小學為參照組）；學校
地區分基隆、新竹、臺東、臺北（以臺北為參照組）；身分別包括主任、
組長、科任、導師/級任（以導師/級任為參照組）。 

 

其次，以教師探究行為做為依變項，模式一放入背景變項，其解釋力未達

顯著水準（p>.05）。在模式二中，加入學共經驗，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

準（p<.001），顯示學共經驗對於教師探究行為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釋

力達 13.5%（p<.01）。而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實作經驗的解釋力（β=.229，p<.05）
高於研討經驗（β=.106），且其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教師參與學共實作的

經驗越多，其探究行為的符合度越高。至於不同的背景變項，皆未達到顯著水

準。 

最後，以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做為依變項，模式一放入背景變項，其解釋

力達到顯著水準（p<.01），其中地區及身分別（主任）之影響均顯著。在模式

二中，加入學共經驗，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p<.001），顯示學共經驗

對於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釋力提高為 21%
（p<.001）。而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實作經驗的解釋力（β=.325，P<.00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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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討經驗（β=.019），且其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與前面兩個依

變項相同，均指陳教師參與學共實作的經驗，其對於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的影

響均高於學共研討的經驗。至於背景變項中，任教年資 16 年以下者的知覺高於

16 年以上者，而基隆與新竹教師的知覺低於臺北，主任則高於導師/級任的得

分。 

（二）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教師課堂教學的影響 

針對學共經驗對教師課堂教學的影響，分為二部分探討（詳表 4）。首先，

以教師課堂教學信念為依變項，模式一放入背景變項，其解釋力達到顯著

（p<.01），其中學校階段、地區變項之差異達顯著水準。在模式二中，加入學

共經驗後，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p<.001），顯示學共經驗對於教師課

堂教學信念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釋力為 16.7%（p<.001）。進一步分析，

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實作經驗的解釋力（β=.222，p<.05）高於研討經驗（β=.083），
且其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教師參與學共實作的經驗越多，其教師課堂教

學信念的符合度越高。而背景變項中，在學校階段方面，中學教師對於課堂教

學信念的知覺較小學教師低，而相較於臺北，基隆教師的填答結果較低。 

其次，以教師課堂教學行為為依變項，模式一放入背景變項，其解釋力達

到顯著（p<.01），學校階段、地區變項（基隆）與身分別（主任）之差異達顯

著水準。在模式二中，加入學共經驗後，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p<.001），
顯示學共經驗對於教師課堂教學行為同樣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釋力增

為 19.4%（p<.001）。進一步分析，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實作經驗的解釋力

（β=.333，p<.001）高於研討經驗（β=.021），且其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顯示

教師參與學共實作的經驗越多，其課堂教學行為符合度越高。進一步分析背景

變項的影響，在學校階段，中學教師對於課堂教學行為的知覺低於小學，在學

校地區方面，基隆教師的知覺亦低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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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教師課堂教學影響的階層迴歸分析 

*p<.05  **p<.01  ***p<.001 
註：同表4註。 

 

三、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對教師效能
感的影響  

以教師效能感為依變項，分別放入背景變項、學共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

教師課堂教學，共四模式如表 5。模式一與模式二，分別放入背景變項與學共

經驗，其對於教師效能感的解釋力皆達顯著水準。 

在模式三，則加入教師專業學習，其增加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p<.001），
顯示在控制背景變項、學共經驗後，教師專業學習對於教師效能感具有解釋力，

其模式整體的解釋力增加至 52.7%（p<.001），教師探究行為、教師合作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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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皆具有解釋力，且學共實作的影響力仍在，科任教師知覺的效能感高於導

師/級任教師。 

 

表5 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對教師效能感影響的階層

迴歸分析 

 

 

 

 
 
 
 
 
 
 
 
 
 
 
 
 
 
 
 
*p<.05  **p<.01  ***p<.001 
註：同表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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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式四中，又加入了教師課堂教學，其增加的解釋力亦達到顯著水準

（p<.05），顯示在控制背景變項、學共經驗、教師專業學習後，教師課堂教學

對於教師效能感仍具有解釋力，其模式整體的解釋力增為 54.4%（p<.001）。進

一步分析個別變項，教師課堂教學行為具有解釋力，同時，實作經驗、教師探

究行為、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亦具有解釋力，至於背景變項方面，任教年資未

滿十六年者對於教師效能感的知覺較十六年以上者高，科任教師則較導師/級任

教師所自陳的教師效能感較高。 

 
伍、討論 
一、教師在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上的表現 

在本研究中，教師在參與學習共同體的在地實作後，其專業學習（專業學

習信念、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課堂教學（課堂教學信念、課堂教學行

為）與效能感均達中高符合度（4.349-4.987）之表現。其中，課堂教學信念高

於專業學習信念；教師課堂教學行為高於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但低於教師探

究行為；在所有六構面上，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的得分最低。 

上述的研究結果指陳了以課堂情境做為改變成長的場域，教師在專業學習

與課堂教學的信念與實踐上，以及對於自己可能做到的效能感受，皆有蠻正向

（中高符合度）的知覺情形。而在進一步分析教師在不同構面的感知時，發現

教師合作與表達的專業學習行為，涉及與同儕間的備課、觀課、討論與分享等，

是實作學習共同體的歷程中，較不易被體現的部分。這樣的發現反應了公開授

課/觀課讓教師的教學實務公開化，對教師而言，有較大的威脅感（Fullan, 2007; 
Puchner & Taylor, 2006）。就如 Puchner 與 Taylor（2006）所分析的，美國教師

進行授業研究所經歷的威脅感，來自同儕能否真正支持，或陷入他人批評的困

境。學校需要時間形塑同儕合作與表達的氛圍，也需要時間強化教師共學的專

業結構，此均非短期內就能成形且發展成熟的，故而影響了教師公開分享與討

論自己教學實務的意願。 

在教師信念的積極性上，本研究發現「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的信念」與「教

師和他人專業共學的信念」兩者相較，前者之得分要來得高些。換句話說，教

師在課堂上，對於要引導學生進行分組協同學習、促進學生思考提問、鼓勵學

生意見發表等，所持的信念較為積極，但教師對於自己要與同儕研討分享、一

起備課與觀議課的信念，相對而言，則較弱些。此結果一方面顯示了弔詭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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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亦即當教師想要引導學生共學時，自己卻無法先改變自己的慣性，與同儕

共學。另一方面，則呈現了在教育現場要讓教師改變自己，是有難度的，因其

涉及的不僅是教師本身的意願，就如 Seashore、Anderson 與 Riedel（2003）所

提到的，教師的心智模式會影響社群對於教師改變的效益，另外還涉及學校能

否有支持學習的組織結構及信任關懷的文化（Hallinger, 2011; Wahlstrom & 
Louis, 2008），這些都是造成教師能否改變的重要因素。 

雖然教師在合作與表達的專業學習行為上的表現，較其他構面為弱，但其

探究行為，則是各構面中得分最高的。此顯示教師對於如何精進教材、教法以

促進學生學習，仍做了諸多努力。而在效能感上，其得分僅僅高於教師合作與

表達行為，這意謂了學習共同體的實作效應，從專業學習、課堂教學的表現上

較容易反應出，但要進展到教師覺得能將學生帶好、能讓學生的潛能都能發揮，

且覺得教學是一份讓人覺得有勁的工作，是需要較長時日的。 

除了以上的發現，本研究亦呈現教師在參與學習共同體實施後，不管在專

業學習或課堂教學上，其信念與行為的得分並無多大差異。有關信念與行為的

改變，孰先孰後，過往文獻有不同的主張。源自 Lewin（1935）心理治療模式

所發展之有關改變的早期理論，咸認專業發展活動先引發的是信念與態度的改

變，再來才是課堂行為的改變，之後方造成學生學習的改進。然而基於研究紛

紛指陳教師只有實際在課堂中運用新實務，他們才會加以認同，Guskey（2002）
於是提出一個新的詮釋模式。亦即主張教師在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後，先改變自

己的課堂教學行為，且目睹學生學習改進後，教師的信念與態度方產生變化。

只是上述兩類論說，在本研究中未獲支持，這或許和「學習共同體」的本質有

關。換句話說，傳統的專業發展活動未與實踐做結合，教師在參與活動後，才

回到教室中施作。然而學習共同體本身就是一個透過行動實踐所進行的專業發

展，教師在一個專業探究循環中，透過實作看到學生改變，也同步調整自己的

信念。這樣的發現，與前面所述的「實作經驗」對教師的影響大於「研討經驗」，

彼此呼應。傳統上認為教師要先從認知開始，以改變信念，進而行為方能有所

改變的運作邏輯，遭到了挑戰。此促使我們需重新思考要讓教師實施新的教學

變革，如何做才可奏效。 

二、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對於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教師學共參與經驗包含研討與實作，當檢視其對於教師專業

學習三構面（專業學習信念、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與課堂教學二構面

（課堂教學信念、課堂教學行為）的影響時，發現研討與實作經驗雖在積差相

關分析中呈現該二者與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學有關，惟在控制背景變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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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共參與經驗中只有實作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亦即閱讀、研習或工作坊等研

討經驗雖然重要，但其效果不如教師實際操作。 

在臺灣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歷程中，一些實施的縣市，作法稍有不同。有的

縣市在初始推動的一、兩年，十分強調概念的認知與理念的掌握，故閱讀書籍

與辦理研習/工作坊成為推動的重點。只是鄭淑惠（2015）發現學校透過宣導、

鼓勵閱讀，不少教師還是會觀望、懷疑，甚至對於可能產生的問題感到擔憂。 

由於學習共同體是一種透過真實課堂情境進行脈絡化共學的形式，教師透

過實作經驗，可以讓理念或想像落實在真實情境中。一群有著共同關切與問題

的教師，透過實踐社群的互動，發展與深化知識（Wenger, McDermott, & Snyder, 
2002），而專業認同也在其中逐步重塑（Putnam & Borko, 2000; Wenger, 2012）。
尤其教師看到課堂實踐的可行性與學生學習的改變，將影響教師課堂教學的信

念與行為（游秀靜等，2015；鄭淑惠，2015；潘慧玲等，2015；薛雅慈，2014），
也將讓教師體會到探究、合作與表達的價值（卯靜儒，2015）。 

三、學習共同體參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對於教師效
能感的解釋力 

本研究顯示在控制背景變項後，學共參與經驗中的實作、教師專業學習中

的行為（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與課堂教學中的行為對於教師效能感的

解釋力，皆達顯著水準。與前面之發現相同，學共參與經驗中的「研討」，其解

釋力不若「實作」，而不管是教師的專業學習或是課堂教學，「行為」對於效能

感的解釋力均強於「信念」。 

Puchner 與 Taylor（2006）指出，教師效能感與教師對於過去經驗的詮釋有

關，此經驗可來自於自身或他人的表現，以及他人的回饋。在本研究中，當教

師知覺到自己進行較多的探究行為（包含教師教學的嘗試、針對學生學習的省

思與分析等）、合作與表達行為（透過課堂經驗進行回饋交流）時，教師相信自

己有能力正面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程度也越高。而課堂行為的改變，有助於教

師看到教學改變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此對教師效能感亦具增強效果。這樣的研

究發現，誠如游秀靜與唐淑華（2015）指出的，當教師體會到自己能夠改變，

且能促進學生學習時，將有利於教師效能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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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為了解植基於真實課堂情境的學習共同體，可以在教師身上產生何種效應，

尤其聚焦於參與學習共同體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學及效能感上是否扮

演關鍵角色，本研究以參與教育部「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計畫」之試辦學

校為對象，運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探討。 

經過資料分析，本研究得到一些重要的發現。首先，教師在參與計畫期間，

透過學習共同體的研討與實作，顯現在專業學習（專業學習信念、探究行為、

合作與表達行為）、課堂教學（課堂教學信念、課堂教學行為）與效能感上，皆

達中高以上符合的程度。只是教師與他人備課、觀課與討論分享的「合作與表

達行為」是其中得分最低者，可見教師要公開自己的教學實務，仍有所顧慮與

遲疑。另有趣與弔詭的是，教師對於課堂教學的信念較之對自己專業學習的信

念，顯得更為積極；亦即教師對於引導學生分組共學、思考與發表的認同度，

要高於自己與同儕的共學分享。而有關信念與行為的改變效應，亦因學習共同

體的特性，顯示教師在參與學共其本身即是專業發展的歷程中，行為與信念同

步發展，此提供了信念與行為改變孰先孰後的往昔論說，另一個實徵發現與思

考方向。 

其次，在學共計畫中，教師參加研討的次數雖多於實作，然僅有實作經驗

的多寡，才能影響教師專業學習信念、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課堂教學

信念、課堂教學行為及效能感。實作次數越多，教師在上述表現也越佳。 

另者，學共參與經驗、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皆能正向影響教師效能

感；以教師探究行為的解釋力最高，其他依序為教師合作與表達行為、實作經

驗，以及教師課堂教學行為。尤其「行為」對於效能感的影響甚於「信念」。至

於，在背景變項上，可發現任教年資未滿 16 年者與科任教師，其效能感相對較

高。 

歸結上述結果，提出日後在推動介入方案時，主管機關與學校可以參考的

建議。首先，從計畫推動成效的檢視中，得知「實作」經驗的重要性，故為強

化方案推動效果，除採取閱讀、研習或工作坊，宜鼓勵教師多參加共同備課、

觀課/議課、課堂試作，從實作中引發信念與行為的改變。其次，在學共實施過

程中，本研究之教師對於公開觀/議課等的合作與表達行為展現相對較少。為讓

教師得以安心地分享教學實務，主管機關與學校宜規劃必要的專業共學結構，

並持續、積極地營造支持學習共同體實作的氛圍，使實作經驗更落實於教師的

教學生活中。此外，針對教師的合作與表達行為，包括習慣與同儕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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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觀課與討論學生學習情形、主動分享促進學生學習策略與教學理念等，雖

然增加學共實作次數，能增加教師的合作與表達行為，然而，實施時尚須掌握

促進學生學習的核心，以有效地備課、分享與討論，俾利課堂教學信念與行為

趨向社會建構觀。除了持續搭建同儕共學的機制，增進實作經驗，建議還能增

進校際交流、邀請校外專家共學，並培養校內教師領導者等，共同針對各領域/
學科及學生學習特性深入探討，以此為教師的合作與表達奠下專業的基礎。另

外，具 16 年以上教學年資之教師或因在社會快速變遷下，未能完全適應現今學

生的學習特性，而導師/級任教師也可能因為需要關照學生的面向良多，較易產

生受挫感，以致減損了自覺可以正向影響學生的效能感。針對此情形，學校可

透過校內外教師實施學習共同體的經驗交流，或引進資源人士，激盪教師運用

不同方式進行教學的思考與嘗試，以促進正向發展的動能。 

本研究所得結果，對於教師的專業學習、課堂教學與效能感也具有相當的

啟發。從研究發現得知，教師的探究行為、合作與表達行為，以及實作經驗與

教師課堂教學行為，皆能正向影響教師的效能感。故為提升自我能力的知覺，

教師除可增加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課堂試作等實作次數外，在個人的專業學

習方面，亦宜用心地掌握探究、合作與表達之內涵，在與同儕共學的過程中加

以落實。而在課堂教學上，也須融入學習三要素的實踐，幫助學生有更好的學

習。總結本研究所得，不僅提供了教師專業學習與課堂教學可致力的方向，亦

有助於教師更有信心地提升學生的潛能與投入。 

最後，本研究雖發現參與學習共同體能有效地促進教師專業學習、課堂教

學與效能感，但也了解到教師在合作與表達的行為較少，且在信念的得分上，

自己的專業學習（探究、合作、表達）低於課堂教學，顯見教師與同儕一起致

力於合作與表達，在學校現場仍是一大挑戰。因之，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討

促進教師進行合作與表達的最佳實務，以做為實務推動的參考。另者，教師參

與學習共同體的經驗將隨著不同的時間點，開展出不同樣貌的教師專業學習與

課堂教學。本研究僅以實施一年的學校進行探討，日後可持續追蹤教師改變之

情形及其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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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earning Effects Aroused in 
Authentic Contexts: Teachers’ Changes 

Triggered by Learning Community 
 

Hui-Ling Wendy Pan*  Shu-Huei Cheng** 
Integrating the western concept of learning community, Sato expanded his 

proposal of learning community (xue xi gong tong ti) by covering the levels of 
teacher and classroo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 learning community possibly 
aroused in authentic context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the pilot program of “Learning Community 
und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 Taiwan.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performanc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elf-efficacy ranged between moderately high and high. Teachers’ belief toward 
self-learning was less positive than that of the class teaching. Also, the belief and 
action in develop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s went along with the nature of learning 
community. In addition, teachers’ rea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workshops did not 
indicate any influence on efficacy. Instead, practices of learning community 
mattered. Beliefs and behavior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xer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eachers’ efficacy, too. These findings on how 
learning community kindled teachers’ changes could be referred to if any similar 
programs get implemen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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